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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自2013年開始進行了

小幅改版，強化文章的學術

性。其中，原有的「短書評」欄

目已經取消，原有的「長書評」

欄目保留為現在的「書評」欄

目，書評文章側重討論所評之

書的學術意義。同時，原有諸

多欄目合併為「學術論文」欄

目。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編者

黨國體制與治理現代化

任劍濤〈告別革命慣性，

變革國家治理〉（《二十一世紀》 

2014年6月號）一文對十八屆

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行

了深入而細緻的探討。筆者認

為，治理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

應該是生成的而不是建構的，

生成過程，也就是不斷試錯的

過程。就這個意義上，筆者同

意任劍濤的看法：在政治民主

制度問題尚未解決的前提下，

用「下位民主」倒逼「上位民主」

的漸進方法，「風險較小，穩定

性也有保證」。只是，在民主政

治缺失的前提下，治理現代化

並不是件簡單的事。

當下，我們面臨的是「強政

府，半市場，弱社會」的局面。

這裏，強政府是問題的要害所

在，市場發育不良、社會沒有

活力等幾乎都可以歸因於強政

府。更要害的是，強政府的根

源在於「一黨集權國家」，「黨在

國家之上，也在國家之外」。

對此，任劍濤認為出路在於

「通過人大，將組織意志和政

黨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才對

普通公民有效，而政黨也就在

憲法之下來執掌國家命運了」。

其實，「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

的範圍內活動」早就寫進黨章

裏了。問題是，如果憲法和法

律只是黨的意志和領袖意志的

體現，那麼，黨以及黨的領導

人在不在憲法與法律範圍內活

動又有甚麼實質性的區別呢？

良序社會運行的基礎是法

治前提下的公民自治，這就意

味着政府除了實施眾所周知的

規則以外，不得對個人實行強

制。法治的真諦就在於對國家

的一切權力，包括立法權力的

限制。如此，推進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說到底

就是要把黨和國家的權力限制

在必要的範圍內，從而給市場

和社會的發育以應有的空間。

而在現有體制下，權力無界，

所謂的「現代化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不可能自我長成，

只能依靠黨和國家以及黨和國

家領導人的「推進」。

潘學方　台州

2014.6.18

審視文革的獨特路徑

「文革」研究是非常重要但

又極其棘手的問題，主要體現

在材料的運用以及視角的選擇

上。如何破解這些難題？董國

強的研究頗有創見和啟示，

〈派性身份、個人處境與政治

抉擇：從地方視角反思文化大

革命〉（《二十一世紀》2014年
6月號）就鮮明地呈現了他的研

究思路與策略。

發掘宏大歷史敍事背後的

「微觀歷史」，讓各種被壓抑、

埋藏的歷史聲音發言，最大程

度地還原歷史真相，這是作者

的基本出發點。作者在江蘇／

南京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掌

握了豐富的資料，特別是當事

人的口述資料，以此支撐論

證。這使得作者找到了審視文

革的獨特路徑，發現了他人所

忽視的問題：基於派性鬥爭下

的個人處境及其複雜性。

基於個人的研究，身份認

同就是關鍵。人的身份是動態

的、多重的，會隨着各種利害

關係發生改變。在文革中，就

表現為在強大權力控制下個人

的立場選擇與表演，大多數是

隨波逐流，被利益驅使。他們

看似呼風喚雨，但其實始終在

操控者的範圍內翻江倒海，不

脫如來佛手心。更進一步講，

就是「權力控制下的人性」問

題，人一旦變成派性鬥爭的工

具，人性必然就被扭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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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邪好壞」，但對其人卻難

以「好人」／「壞人」截然區分，

要考慮其處境。須知，真正急

需改變和完善的是制度，人性

的改善要以前者為保障。

要言之，文革是中國文化的

劇痛和巨大的精神創傷，是權

力操縱術和人性弱點的集中展

演，因此需要不斷地深入探究，

讓權力得到有效控制，讓歷史

不再重演，讓人性得以改善。

梁慶標　南昌

2014.6.21

冷戰背景下國家領土屬性
的現代化轉型

沈志華在〈冷戰年代中國

處理陸地邊界糾紛的方針〉

（《二十一世紀》2014年6月號）

一文中指出，中國1949年後處

理邊界問題，不僅要面對中國

與周邊鄰國之間的「傳統習慣

線」、「條約線」、「實際控制

線」等歷史包袱及其他具體困

難，而且還為當時的國際冷戰

格局所制約。特別是後者，常

常使中國在邊界問題的處理上

改變既定方針。

中國是世界上擁有鄰國最

多的國家，且因歷史原因，直

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仍有

不少懸而未決的邊界爭議等待

處理。這使得當時中國處理領

土爭端問題存在「複雜性」、

「艱鉅性」和「多變性」。儘管中

國在1950年代中期制訂了邊界

處理原則，即「通過談判解決

糾紛，劃定邊界，而不能用武

力改變現狀」，但冷戰的特殊

背景使得北京在實際操作層面

上考慮得更多的是政治意識形

態因素（如「同志＋兄弟」）及

周邊環境的安全，而不是通過

交涉談判這個政治博弈來實現

己方利益最大化。

作者在梳理1949年後中國

政府處理邊界問題方針政策的

形成過程後指出，「當時中國

提出解決邊界問題的出發點，

主要是基於國際政治和國內建

設的需求，即在兩大陣營對抗

的冷戰背景中，試圖通過解決

邊界問題，突破帝國主義的封

鎖和包圍，緩和與周邊鄰國的

緊張關係，而不是把保證和維

護國家的領土主權作為邊界談

判的主要目標。」例如，後來

中印、中蘇乃至中越關係以及

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動，都使北

京未能堅持「最初設定的解決

邊界問題的方針和原則」，而是

採取了擱置乃至放棄的做法，

如「互諒互讓」、「讓步」等。因

此，若我們放寬視野即可發

現，這實際上就是全球冷戰格

局制約一國邊界政策貫徹執行

的生動範例。儘管新中國在冷

戰時期是否真正實現了自滿清

以來始終未能完成的民族國家

領土屬性的現代化轉型，該文

並未予以明確回答，但給讀者

留下了進一步思考的空間。也

許，答案已經不言自明。

何志明　南京

2014.6.20

歷史書寫的中立問題

現在的中國人，初中畢業

就會知道：近代以來沙俄侵略

中國領土的方位和範圍大小。

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到文化大

革命前，由於意識形態和服務

現實政治的需要，中國政府採

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於

這段歷史的書寫卻是非常耐人

尋味的。

趙慶雲的〈中國近代史書

寫中的沙俄侵略〉（《二十一世

紀》2014年6月號）從文化大革

命前的「十七年」（1949-1966）

間有關沙俄侵華的歷史書寫入

手，認為「中國近代史的書寫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共產主義

意識形態中『國際主義』以及現

實國際關係的影響和制約」。

在這十七年間，中國史學家如

何書寫沙俄侵華的歷史，直接

關係到中蘇友誼大局，在這種

大局要求下，中國大陸史學家

「大體上對俄國侵佔中國領土

的史事予以淡化甚至忽略處

理」，導致人們對俄國侵略史

的認識模糊不清。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史學

家都是這樣。陸欽墀就對迴避

這個問題提出了反思，因而受

到猛烈的批判，但批判者「從國

際主義立論、強調階級覺悟的

種種敍述，一碰到領土等關涉

『民族大義』的問題時未免顯得

底氣不足」。這種出於服務政治

需要而進行的學術研究首先就

有媚俗的「偽學術研究」傾向。

學術研究只有獨立於政治之外

才能有所發展，尤其是作為

「資鑒」的歷史研究。如果對自

身的歷史都要淡化、迴避甚至

扭曲，試問我們又怎麼去要求

別人尊重歷史事實呢？我們不

能以己之昏昏，使他人昭昭。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孟子說過，「生，亦我所欲

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這依然是今天我們面臨選擇時

最好的座右銘。

徐志德　南京

201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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